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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的权力是怎样流失的？
How China’s Natinal People’s Congress Is Weakened?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又如期召开了，和往年一样，这次会议也吸引了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那些关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人们的注意。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说，全国人大是中国民主的晴雨表。看中国政治的民主化程度，就要看全国人大的权力是否增加，这似乎已经成了人们习惯的看法。的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过，没有人会相信，这种理论上的政治权力会在实际政治中实现。那么，全国人大理论上的权力是怎样流失的呢？

说全国人大的权力的流失并不很科学，因为全国人大本身并没有权力。西方的议员由人民选举，其权力和合法性均来自选民，自然就有了独立的政治权力。但中国的人大代表则不然。人大授权于党，党是人大权力的最终来源。所以，要谈论全国人大权力的流失本质上就是看党是如何控制人大的。党对全国人大的控制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无孔不入的。一句话，就是党对全国人大实行政治领导。

政治领导的根本原则在于一切权力源于中共，也归于中共。在方面，中共的规定非常清楚，归纳起来，有如下主要几方面。首先，中共中央就全国的重大问题，制定决策，经过全国人大审议，予以通过者，则变成国家意志。就是说，国家的重大决策是中共中央决定的，全国人大只是一种仪式，中共借此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国家的意志。或者说，全国人大只是起到了一个把中共的决策合法化的功能，也就是盖上了一个“橡皮图章”。

其次，党经常培养和发现德才兼备的人才，作为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干部人选，向人大推荐。这是“党管干部”原则在全国人大的具体体现。但这不是推荐的问题，而是党决定所有重要人事变动，人大只是一个认可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层面的人事。第一是全国人大组织内部的所有重要人事，如委员长、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等等，都是中共决定以后，再由全国人大出面进行“选举”。第二是那些在法律上说必须有全国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如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等，先由中共中央（实际上是政治局）决定了以后，再交给全国人大“选举”和“任命”。

再次，党组织经常指示和监督在人大中的本党党组和党员，要求他们忠实地代表人民，并团结非中共人士合作共事。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的人数占绝大多数，在百分之七十左右，而非中共党员，不到百分之三十。但在中国的政治内容中，这里不是西方国家的的“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关系。因为少数并不是反对派，少数也是中共的支持者。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者，任何人进入不了这个“少数”群体。

中共对人大的影响也包括其他两个具有实质性的控制方法：第一，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为了保证中共党员服从党中央及其在非中共党员中贯彻中共的意图，大会和各代表团成立临时党委；及，第二，在人大常委会中，建立以党员委员长（主任）和副委员长（副主任）为主体的人大常委会党组。中共明确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应自觉接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大及其常委内的中共党组织，在重大问题上应事先请示中共党组织。

全国人大权力流失也有其内部的根源。首先，全国人大代表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没有人民的直接的支持，其权力运作的基础也就成了问题。和人民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难以有效地表达人民的意志，不能根据人民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议程。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方面更能有效地确定国家的发展议程。没有自下而上的权力和无能确定有效的议程，使得人大代表逐渐变成中国政坛上的一种装饰品。进而，因为没有人民的基础，人大代表不需要面对人民，向人民负责。相反，来自中共的权力更为重要。尊重中共的意志，帮助中共实施其意志，成了人大代表的行为准则。

其次，人大组织庞大，成了人大代表做政治秀的舞台，而非表达民意的论坛。人大代表一般在三千人左右。每年一次会议，不知道怎样论说国事和决策。机构臃肿，自然就影响效率。人太多了，民主就不好运作。如果人数不减少到可以操作的程度，人大存在唯一的理由就是做政治秀，就是不发生任何政治作用。

再次，既然人大没有实权，但其理论上的政治地位又是那样显赫，所以人大代表的职位也就成为了荣誉性职务，成了政治照顾的最好去处。很长时间以来，人大特别是人大常委会成了“离休干部中转站”。社会上，人们称委员是“听会代表”，“长病假委员”，“老年常委会”等等，并不是完全无中生有。更有甚者，有些官员在党和政府部门成绩不佳，甚至犯了错误，就来人大任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大来履行其权力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的在中国政治权力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正是这样的变化使得人们对之刮目相看。但是，上述带有制度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全国人大要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支柱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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